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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工业化

与经济追赶∗

郑　 宇

　 　 【内容提要】 　 在早期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是实现经济追赶的必经

之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过早的去工业化现象，工业在创

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都呈现下降趋势。 国际经济结构变化和技术进

步使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在全球化时代变得更困难，但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机

会，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和模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非贸易与非洲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表明，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并没有造成非洲

国家的去工业化。 中非贸易的迅速增长总体上助推了非洲工业化，但也突出了非洲

国家发展道路的差异性。 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不再是非洲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

择，实施多元化的产业政策才是非洲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建立稳定国际秩序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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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经济发展会出现大分流（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还是大趋同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是一个重要议题，而工业化是这个议题的核心变量。 在早期发达

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西方国

家的工业化道路，也拉开了西方国家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差距。 １８２０—１９５０ 年，拉
美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从相当于西方国家的 ３ ／ ５ 下降到 ２ ／ ５，非洲国家从

相当于西方国家的 １ ／ ３ 下降到 １ ／ ７，亚洲国家的下降幅度最大，从相当于西方国家的

一半下降到 １ ／ １０。①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纷纷制定工业化战略，开启了经济追赶之路。
少数通过工业化兴起的新兴经济体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改变了大分流的历史趋

势，成为 ２０ 世纪后半期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②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大部分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快了，但“去工业化”现象却更加明显，表现为工业部门在国民

经济中的比例下降和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减弱。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经历了严重的金融

危机，经济复苏缓慢，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然而，如果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增长缺少工业化引擎，大趋同的势头是否还能够延续呢？
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去工业化的同时，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大幅度提升，贡献

了全球近 １ ／ ４ 的工业附加值，因此被冠以“世界工厂”的称号。 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对

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新自由主义式微、全球价值链扩展、中国快速发

展的大背景下，后发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有什么选择？
本文将就这三个问题展开分析。 本文发现，自 １９５０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

展经历了三个阶段：（１）１９５０—１９８０ 年是大推动（ｂｉｇ ｐｕｓｈ）工业化阶段，发展中国家

整体上略微缩小了同领先发达国家的差距。 （２）２０ 世纪最后 ２０ 年是新自由主义全球

化阶段，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分化，少数新兴经济体经济追赶速度加快，但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了困境。 （３）２１ 世纪初开启了可持续发展全球化阶段，发展中国

家再次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可持续发展问题仍然严峻。
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变得更困难。 创造就业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发

·６０１·

　 全球化、工业化与经济追赶


①

②

Ｄｅｅｐａｋ Ｎａｙｙａｒ， Ｃａｔｃｈ Ｕ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２０．

Ａｌｉｃｅ Ａｍｓｄｅ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ｆｒｏｍ Ｌａｔ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ｘ⁃
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１ 期

展过程中的两难问题。 对发达国家来说，技术创新是导致制造业就业减少的主要原

因。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放大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优势效应，但却让技术升

级变得更困难。 工业化本身已经难以实现创造就业和提高生产率双重目标。 这对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赶造成了更多的挑战和变数。 全球化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

进程产生了差异性影响，也推动了工业化模式的多样性。 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

不再是后发国家的必然选择。 基于资源性产品的工业化和基于制造业的服务业可能

会成为许多国家工业化道路的不同选择。

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也呈现出多样化影响。 中国迅速增

长的制造业出口对部分国家造成了竞争压力，但与此同时，中国的产业升级可能带动

全球价值链向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扩展。 中国的经济结构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市场转

型也将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的非洲国家带来更大的机会。

二　 后发国家的经济追赶趋势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随着技术和资本从先进国家向后进国家扩散，后进国家

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出的增长速度都会高于先进国家，从而缩小国家间发展差距，最终

出现发展趋同。 基于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的总结，尼古拉斯·卡尔多（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Ｋａｌｄｏｒ）提出了三条“卡尔多增长定律”：一是制造业产出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二是制

造业产出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三是制造业产出和总体经济生产率的相关

性。① 因此，工业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工业

生产率的提升对于实现经济追赶尤为重要。 数据显示，１９５０—２００６ 年，发展中国家劳

动生产率的提升一半来自工业部门的贡献。②

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趋同不是常态，而是例外。 经济追赶只

发生在少数人力资源条件较好的后发国家中，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出现。③ 一方面，

成功实现追赶的后发国家的增长速度加快了。 １９ 世纪后发国家（美、日、德、俄）的人

均 ＧＤＰ 增长为 １．４％—１．９％，比领先的英国高出近 １ 倍。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新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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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在 ５％—９％之间，比领先的美国高出 ２ 倍左右。① 另一方面，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以来，只有不到 １０％的国家和经济体从中低收入水平成功进入高收入水

平。② ２００８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增长报告》发现，１９５０—２００５ 年，仅有 １３ 个国家连续

２５ 年经济平均增长在 ５％以上，其中除了拉美的巴西、非洲的博茨瓦纳、欧洲的马耳

他、中东的阿曼外，其他全是创造了增长奇迹的东亚经济体。③

本文对 １９５０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进行重点考察。 利用安格斯·麦

迪逊（Ａｎｇｕ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的历史比较数据，我们可以把近 ７０ 年的经济发展分成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 １９５０—１９８０ 年政府主导并直接介入的大推动工业化时期。 发展中国

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从 ２７％上升到 ３２％，其人口则从占全球人口的 ６７％上升到

７４％。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追赶幅度不大，但同之前的 １３０ 年（１８２０—１９５０ 年）相比，发

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差距不再持续拉大。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

距有所缩小，非洲、东亚、东欧、拉美地区的人均 ＧＤＰ 相对于美国的比例都上升了。 但

是，中国在这一阶段的表现逊色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均 ＧＤＰ 从相当于美国的

５．８％下降到 ５．３％。

第二阶段是 １９８０ 年到 ２０ 世纪末政府作用弱化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 发展

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经历了迥异的发展态势：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超过了

发达国家，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非洲和拉美的增长速度却落后于发达国家，拉

大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东欧国家在经历了转型后，经济发展水平断崖式下降，人均

ＧＤＰ 从接近美国的一半下降到 ２０％。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后迅速起步，但因

起点低，人均 ＧＤＰ 到 ２０ 世纪末仅为美国的 ８．４％，略高于非洲的水平。

第三阶段是 ２０００ 年至今的可持续发展全球化时期。 随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ＭＤＧｓ）和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的相继推出，发展成为全球化的基本主题。 发展中

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加速。 与此同时，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显著放慢，发展中国家的人均 ＧＤＰ 同美国的差距明显缩小。 中国的追赶最为突出，人

均 ＧＤＰ 到 ２０１６ 年已超过美国的 ２０％。

尽管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都缩小了同领先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它们的增长态势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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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不同的。 拉美和非洲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结构转型，即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到非

农业部门，而不是非农业部门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尤其在非洲，工业部门的劳动

生产率甚至出现了下降，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的担心。 中国和其他亚洲

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则不仅体现在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的转型，也反映在非农业部门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上。① 换言之，亚洲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制造业扩张和效率提升双轮驱

动，而非洲和拉美的经济增长则主要靠外部需求单轮驱动。

表 １　 发展中国家人均 ＧＤＰ 相当于美国的比例（１９５０—２０１６ 年）
（单位：％）

阶段 时期 中国 非洲 东亚 拉美 东欧

大推动
工业化

１９５０—１９５４ 年 ５．８ １０．１ ９．２ １９．２ ３０．３

１９５５—１９５９ 年 ６．１ １０．３ ９．４ １９．９ ３５．３

１９６０—１９６４ 年 ４．８ １０．４ ９．９ ２０．２ ３９．８

１９６５—１９６９ 年 ５．０ １０．１ ９．４ １９．６ ４１．９

１９７０—１９７４ 年 ５．３ １２．５ １０．７ ２２．５ ４６．９

１９７５—１９７９ 年 ５．３ １３．２ １１．２ ２４．３ ４９．１

新自由
主义全球化

１９８０—１９８４ 年 ６．１ １２．３ １１．０ ２４．０ ４８．９

１９８５—１９８９ 年 ７．１ ９．６ １０．３ ２０．１ ４７．１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年 ７．４ ８．０ １２．２ １９．８ ３６．６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年 ８．４ ６．９ １２．４ ２０．５ ２０．８

可持续
发展全球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 １０．２ ６．４ １１．８ １８．６ ２０．８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 １４．８ ７．５ １３．４ ２１．９ ２９．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 ２１．６ ９．０ １６．５ ２７．１ ３６．２
　 　 资料来源：根据麦迪逊项目的 ２０１８ 年数据计算，参见 Ｊｕｔｔａ Ｂｏｌｔ， ｅｔ ａｌ．， “Ｒｅｂａｓｉｎｇ ‘Ｍａｄｄｉ⁃
ｓｏｎ’： Ｎｅｗ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Ｌｏｎｇ⁃Ｒｕ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Ｐｒｏ⁃
ｊｅｃ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注：非洲包括 ５２ 个国家，东亚包括除中国外的 ２１ 个国家和地区，东欧包括 ８ 个国家，拉美包括
２６ 个国家。

三　 产业政策的演变

历史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和追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

·９０１·



① Ｘｉｎｓｈｅｎ Ｄｉａｏ，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ａｎｄ 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ｏｏｍ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３１３２， ２０１７．



使用产业政策。 早在 １９ 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国家就开始利用产业政策保护本

国的幼稚产业并扶持战略产业。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西方主流的结构主义理论基

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给发展中国家开出了大力发展工业、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药

方。 在《经济增长的阶段论》一书中，沃尔特·罗斯托（Ｗ． Ｗ． Ｒｏｓｔｏｗ）认为，国家的经

济增长都要经历同样的五个阶段，且增长动力也是相似的。① 后进国家通过复制和模

仿先进国家的发展模式就能逐渐缩小发展差距，最终进入现代化。 其他发展经济学理

论，如保罗·罗森斯坦—罗丹（Ｐａｕｌ Ｒｏｓｅｎｔｅｉｎ⁃Ｒｏｄａｎ）的大推动理论、阿瑟·刘易斯

（Ａｒｔｈｕｒ Ｌｅｗｉｓ）的二元结构理论、霍利斯·钱纳里（Ｈｏｌｌｉｓ Ｃｈｅｎｅｒｙ）的结构变化理论也

有一个基本共识：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不同的国家只是处于这条道路的不同阶段而

已，而工业化正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这种平衡推进的现代化理论不断遭到质疑。 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书中，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ｅｒｓｃｈｅｎｋｒｏｎ）指出：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在工业化

道路方面的显著差别不仅体现在工业增长速度上，也体现在生产和组织结构上。 这些

差别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的制度工具所导致的。② 经济发展并非后发国家模仿先发

国家阶段性发展的历史，而是后发国家逐渐与先发国家模式相偏离的历史。 阿尔伯

特·赫希曼（Ａｌｂｅｒｔ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强调欠发达国家只有改变现有经济结构的平衡，通过

政府干预把不同资源要素连接起来，利用“不平衡增长”来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③

有学者则认为，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结构不利于欠发达国家，反而会加剧它们对

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④ 因此，只有通过严格保护国内市场，限制工业制成品进口，发
展中国家才可能实现工业化目标。 无论采用哪种模式，后发国家都需要更多的政府干

预来调配资源。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起步越晚，其工业化进程就越需要在更强的组织手

段下完成。 产业政策因此成为发展中国家推动工业化发展的核心政策。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

策，通过高关税、高汇率和高补贴等手段来推动本国工业化发展。 “把价格搞对（ ｇｅ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ｒｉｇｈｔ）”是进口替代产业政策的主要特点。 后发国家通过政府干预强化已有

的比较优势，依靠比较优势带来的价格差异扩大传统商品的出口，同先发国家竞争。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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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Ｗ． Ｗ． Ｒｏｓｔｏｗ，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 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０．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著，张凤林译：《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７９—８０ 页。
Ａｌｂｅｒｔ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８．
Ｒａｕｌ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Ｖｏｌ．７， Ｎｏ．１， １９６２， ｐｐ．１－５９； Ｈａｎｓ Ｓｉ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ｉ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ｖｅｓ⁃
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２， １９５０， ｐｐ．４７３－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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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受到了挑战。 过度保护导致国内产业效率低下，也让政

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拉美和非洲国家纷纷陷入债务危

机，工业化道路遭受挫折。

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则体现了另一种思路：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政府干预

来“把价格搞错（ｇｅ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ｗｒｏｎｇ）”，利用补贴等手段出口原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

产品来创造出竞争优势，从而实现经济增长。①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日本和其他

东亚新兴经济体就转向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 政府依然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但

调整了扶持和补贴政策，基于企业的业绩表现来进行选择性补贴。 企业业绩表现越

好，得到的政府补贴就越多。 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成为东亚

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② 发展型政府在东亚经济奇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③

发展型政府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嵌入式自治（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即政府既

嵌入市场以获取准确信息用于产业政策制定，同时又同市场保持距离以确保决策不

受利益集团操纵。④ 艾利斯·阿姆斯登（Ａｌｉｃｅ Ａｍｓｄｅｎ）认为，有效的产业政策不仅体

现为政府强力干预市场，而是需要建立政府根据企业的市场表现进行政策扶持的反馈

机制。⑤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随着英美两国右翼政府上台，发达国家对市场失灵的担心变

成了对政府失灵的警惕。 在全球化的助推下，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主

导理论，其影响也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贷款等渠道向发展中国家

迅速扩散。 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被批评，而削弱政府的“结构调整”则受鼓励。 在“华

盛顿共识”的经济改革影响下，拉美、非洲和东欧转型国家放弃了政府主导工业化模

式，转而大幅减少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和扶持，迅速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希望通过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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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ｌｉｃｅ Ａｍｓｄｅｎ，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８１， Ｎｏ．２， １９９１， ｐｐ．２８２－２８６．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关于发展型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有大量文献讨论，最有影响力的包

括：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２５－ １９７５，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Ａｌｉｃｅ Ａｍｓｄｅｎ， Ａｓｉａｓ Ｎｅｘｔ Ｇｉａｎｔ：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ａ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Ｈａｇｇａｒｄ，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最新的文献总结参见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Ｈａｇｇａｒ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８。

Ｐｅｔｅｒ Ｅｖａｎ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Ａｌｉｃｅ Ａｍｓｄｅ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ｆｒｏｍ Ｌａｔ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２００１．



融入全球化来推动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政府仍然积极干预经济活

动，在逐渐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继续实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并加大对高科技产

业的扶持以推动产业升级。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影响力扩大，新自由主义式微，产业政

策逐渐成为被广泛关注的主流经济政策。 争论的焦点不再是产业政策该不该用，而是

如何更好地使用产业政策。① 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实施传统产业政

策的空间越来越小。 张夏准认为，产业政策是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梯子”。 先

发国家担心被赶超，就利用国际规则来“踢掉梯子”，限制发展中国家使用产业政策。②

另一方面，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在 ２０ 世纪都没有取得广泛成功。

丹尼·罗德里克（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认为，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

中都可能出现的问题。 因此，产业政策的目标应该是通过公私部门之间的战略合作来

发现国家的比较优势，既解决政府失灵，又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③ 林毅夫提出的新

结构经济学理论则认为，经济结构差异并不只是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

事实上，由于禀赋结构不同，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应地会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因

此它们的发展策略会随产业阶梯拾级而上。④ 尽管这些研究关注的重点不同，但它们

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元的产业政策选择，工业化道路也不止一条。

四　 全球化与去工业化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大分流没有进一步扩大，少

数新兴经济体甚至缩小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并没有出现全球范围内的大趋同和

共同繁荣。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工业化没有成为助推经济发展和追赶的动力，去工业

化反而变成了共同面临的问题，尽管其形成原因和影响都差异很大。

（一）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大致相似，都是伴随着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结构

转型过程。 去工业化则是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的自然产物。 去工业化有两个主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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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一是制造业的就业人口比例，二是制造业附加值占经济总产值的比例。 １９７０—

２００７ 年，欧盟 １５ 国的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从 ２８．２％下降到 １５．６％，制

造业附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例从 ２６．６％下降到 １８．１％。 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比例从

２２．４％下降到 ８．９％，附加值从 ２３．５％下降到 １３．１％。① １９５０ 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

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３１％）为发展中国家的 ３ 倍（１１％），而到了 ２００５ 年，发展中国家

经济中的制造业比例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②

通常认为，劳动生产率提高、消费需求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

主要原因。 一方面，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导致制造业劳动力需求下降，并逐渐

被机器取代；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提升使消费者对工业必需品的消费需求下降，而对

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品的需求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去工业化可能只体现为制造业

劳动力比例的下降，而制造业附加值的比例仍然保持不变。 的确，研究显示，消费需求

变化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导致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比例下降的主要因素。③ 这种去

工业化反而是制造业更加知识化的表现，也是后工业化时代的标志。

经济全球化也是影响去工业化的重要因素，但其影响的不确定性很大。 一方面，

全球化本身的进展程度会影响技术进步和需求变化的速度。 制造业生产的外包导致

本国制造业就业减少，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在全球分工中

所处的位置会影响其工业结构：发达国家集中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发展中国家

则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生产。 如果发达国家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就会冲击到本国

的制造业生产，从而导致去工业化。

尽管去工业化是发达国家发展的必然阶段，但就业机会减少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

却难以解决，尤其是处于收入平均水平以下的中下阶层受到的冲击最大，成为全球化

黄金时代（１９８８—２００８ 年）的最大输家。④ 在社会福利制度难以维持的情况下，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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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普遍上升，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重要阻力。①

（二）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

如果说去工业化的出现对发达国家而言是意料之中，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不期

而至。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在寻求提升工业化水平，而这一

过程中却出现了去工业化趋势：制造业附加值在全民经济中的比例和制造业就业人数

比例都呈现下降趋势，而且这两个比例的峰值都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曾经达到的水平。
在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和德国，其制造业就业人口比例最高时达到 ３０％以上才开

始下降。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产值平均达到 ＧＤＰ 的 ２０％后开始

下降。 进入 ２１ 世纪后，去工业化趋势变得更明显，制造业产值在达到 ＧＤＰ 的 １４％后

就开始下降。② 去工业化趋势不仅发生在中等收入的拉美国家，在低收入的非洲国家

中也显露了迹象。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尚未进入工业化成熟期就出现了“过早的去工业化”？ 丹尼·

罗德里克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技术进步、需求变化和竞争加剧是主要原因。③ 技术

进步冲击最大的是低技能行业。 不仅许多工作机会消失，工资水平也在下降，尤其是

那些最容易被数字技术替代的行业。④ 需求变化则让消费者对服务业产品的需求取

代了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 工业化通常伴随着城市化，而发展中国家过早的去工业化

也经常伴随着“过早的城市化”。 非洲国家城市化率达到 ５０％时的人均收入水平可能

只有同时期拉美国家的一半、东亚国家的 １ ／ ３。⑤ 这是因为从农业转出来的剩余劳动

力并没有进入高生产率的制造业，而是进入了生产率依旧低下的城市服务业。⑥

过早去工业化的另一个表现是过早的专业化分工。 在传统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

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通常呈现倒 Ｕ 形曲线关系。 在经济起飞之前，国家的经济

结构单一，集中于农业生产。 在经济起飞开始后，劳动力开始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

部门，经济结构开始向多元化发展。 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后，工业生产更多地向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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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的行业集中，国家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程度会再次降低。 在全球化时代，发展

中国家更容易融入国际市场，在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就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生

产活动容易向单一产品聚集，从而导致多元化水平降低。

政策选择也是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 霍华德·斯坦（Ｈｏｗａｒｄ Ｓｔｅｉｎ）

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是非洲国家产生去工业化的重要推手。 为了尽快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债务危机中摆脱出来，非洲国家在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接受了 ３１ 笔世界

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ＳＡＬ），占世界银行总贷款的一半。 为获得这些贷款，非洲国家

必须满足开放市场、减少政府对工业发展的投资和政策指导等条件。① 结果却是原有

的政府主导工业化模式被抛弃，而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又没有建立。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大部分非洲国家重新制定产业政策，开始了工业化的再次尝试，

工业就业人口比例开始上升。 经济结构转型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工业部门本身的劳动

生产率却没有显著提高。 非洲经济增长得益于出口的大幅增长。 １９９５—２００８ 年，非洲的

出口总额增长了近 ６ 倍。 其中，初级产品和能源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 ８８％进一步提

升到 ９３％，制造业出口的比重则从 １２％下降到 ７％。② 由此可见，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加

速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的需求旺盛，而不是由制造业的兴起推动的。

这也引起了人们对非洲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的担心，重新落入“资源诅咒”的陷阱。③

拉美国家的情况也类似。 ２１ 世纪初国际石油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同样助推了拉美

经济增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拉美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为 ３％，尽管仍低于亚洲和非洲

的水平，但已经远高于 ２０ 世纪末期的水平（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拉美经济年均增长仅为

０．４％）。同非洲国家相似，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严重依赖能源和农作物出口。 尤其

是 ２１ 世纪以来，初级产品出口在拉美国家出口的比例持续上升，引起了拉美出口将回

归到“初级化”的担心。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去工业化趋势的同时，中国的工业化却在加速发展。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中国的工业附加值增加了 １８ 倍，占全球制造业总附加值的份额从 ４％

上升到 ２１％。④ 与此同时，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迅速缩小。 人均 ＧＤＰ 从 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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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Ｓａｗｙｅｒ， ｅｄ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
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６， ｐ．１０１．

关于资源诅咒的原因解释和实证分析，参见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ａｃｈｓ ａｎｄ Ａ． Ｍ． Ｗａｒｎ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ｓ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４５， Ｉｓｓｕｅ ４－５， ２００１， ｐｐ．８２７－８３８。

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ＷＤＩ）”数据库计算。



年相当于美国的 ５．７％猛增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３．２％。 工业化在中国的经济追赶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

同时，中国工业发展也促进了全球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 １９７０—１９９０ 年，全球制

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低于全球总体劳动生产率，而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全球制造业劳动生

产率的增速显著提高，不仅比前一阶段增速快 ２ 倍以上，而且比同期的总体劳动生产

率增速高 １２ 个百分点。 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的制造业大幅增长的时期。①

图 １ 显示，１９７０—２０１５ 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从 ２４．６％

下降到 １２．４％，其中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下降最为明显。 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就业比例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达到 １３．４％的顶峰后缓慢下降到 １１．６％。 与此同时，中国的制造业

就业比例则显著上升，从 １９７０ 年的 １０．３％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０．８％。 由此可见，中国

的工业发展改变了制造业的全球格局，抵消了其他国家去工业化的影响，使制造业在

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得以维持。

图 １　 １９７０—２０１５ 年全球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 ＩＭ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Ｃｙｃｌｉｃａｌ Ｕｐｓｗ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 ｐ．１３０。

五　 中国因素对非洲工业化的影响

中国的迅速工业化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形成了巨大反差。 这两个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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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轨迹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无可否认，中国的工业化得益于其丰富且廉价的劳动

力资源，但具备同样要素禀赋的国家并没有都在工业发展上取得成功。 印度就是典型

的例子。①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全球制造业结构重组的体现。 全球价值链

的扩展改变了传统的制造业流程和结构。 制造业结构重组后，占据价值链高端和低端

的国家都可能出现去工业化，而价值链中端的国家则将扩大工业化规模。 具体来说，
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表现为向价值链高端集中，即工业知识化；非洲和拉美发展中国

家的去工业化表现为向原料和初级产品集中，即工业初级化；价值链的中间部分则向

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集中，即工业规模化。 换言之，全球化

强化了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规模优势、发达国家在高端服务业上的知识优势和

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初级产品生产上的资源优势。②

中国的工业发展给发达国家带来了什么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出口

对进口国的制造业产生挤出效应，削弱了它们的竞争优势，导致就业减少，由此影响其

国内政治格局。 “中国冲击”在发达国家中表现更加明显。 有美国学者指出，中国竞

争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和工资水平下降。③ 因此，中国进口增长较快的州

更可能出现政治极化的迹象。④ 在欧洲，在受到中国进口竞争影响较大的地区，支持

民族主义和右翼政党的选民明显较多。⑤ 但是，也有学者发现，中国进口对发达国家

造成的冲击被夸大了，因为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价格较低，降低了下游行业的投入

成本，从而间接促进下游的非制造业就业增加。⑥

中国的工业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则更难以判断，因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可

能同时存在竞争和互补关系。 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和出口国

家，对进口国可能造成了竞争压力，削弱了它们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竞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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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郑宇：《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办公室”———中印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第 ２４—３９ 页。

Ａｄｒｉａｎ 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Ｊｏｒｇ Ｍａｙｅｒ， “ Ｈ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ｅ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１４７， Ｎｏ．２， ２０１１， ｐｐ．３２５－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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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 ｔｏ Ｌａｒ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８， Ｎｏ．１， ２０１６， ｐｐ．２０５－２４０．

Ｉｔａｌｏ Ｃｏｌａｎ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Ｐｉｅｒｏ Ｓｔａｎｉ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ｍ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ｏ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６２， Ｎｏ．４， ２０１８， ｐｐ．９３６－９５３．

Ｚｈｉ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 Ｓｕｐｐ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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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尤其是同中国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其受到的冲击会更大。① 另一方

面，中国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可能会带动全球价值链向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扩展。 同时，

中国不断扩大的消费能力将强化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可能会对价值链的上

下游国家都产生正向的传导效应。 究竟是竞争关系还是互补关系更显著，可能取决于

贸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

本文的考察对象集中在同中国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非洲国家。 表 ２ 列出了中国

对非洲国家工业发展可能产生影响的四种情况。 如果中非产业之间主要是竞争关系，

中国对非洲的出口将会对非洲国家内向型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它们的国内市场份

额缩小。 同时，非洲国家的外向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也可能被中国产品所挤

占，工业产品出口将可能下降。 这两种情况都会引起进口国的工业化程度下降。 如果

中非产业之间主要是互补关系，中非贸易可能会推动非洲国家的产业能力提升，增加

对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 同时，非洲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也会提升，对其他

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和中间产品出口都可能会有较大幅度增加。 这两种情况都将会推

动非洲国家的工业化程度。

表 ２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可能影响

竞争关系 互补关系

国内 国内产业发展空间缩小 承接中国转移产能，国内产业能力提升

国际 国际市场份额被挤占 融入全球价值链，国际市场份额扩大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欧美发达国家历来是非洲国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同非

洲的贸易迅速增长，已连续 １０ 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欧美发达国家在非洲

贸易总额中的份额从 ６２％下降到 ４４％。②

从中非贸易结构来看，初级产品是非洲对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占总出口的

７７％，从中国的进口中制造业产品占 ９２％。 尽管非洲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近年来有所上

升，但从走势上看，非洲对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 １５．４％，超过了非洲国家之间的出口增

长水平（８．５％），更是远超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水平。 因此，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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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非洲总出口的比例从 ２％上升到 ８．７％，而欧洲从 ３６％降到 ３０％，美国更是从

２１％降到 ７％。 无论是制造业、中间产品还是原材料，非洲对中国的出口增长都远高

于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 在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方面，由于美国对非洲原材料和初级

产品需求的下降，非洲对美国的出口总体下降，而对欧洲的出口年均增长近 ５％（见
表 ３）。

非洲的中间产品出口是增长最快的领域，达到年均 ８．９％，是原材料出口增长的 ２
倍多，而且对所有主要贸易伙伴的中间产品出口都高于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出口的增

长速度。 这意味着非洲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迅速提升，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

非工业发展有较明显的互补关系。 尽管非洲对中国的制造业出口比例仍然较低，但增

长速度远高于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

表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非洲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构成及变化趋势

（单位：％）

贸易伙伴
总出口

年均增长
制造业出口
年均增长

中间产品出
口年均增长

原材料出口
年均增长

占总出口
份额 ２０００ 年

占总出口
份额 ２０１７ 年

世界 ５．７ ６．０ ８．９ ４．２ １００　 １００　

中国 １５．４ １３．２ １９．３ １９．２ ２．０ ８．７

非洲 ８．５ ９．７ ８．６ ７．５ ３５．９ ３０．２

欧洲和中亚 ４．７ ２．６ ７．０ ３．０ １６．０ ２２．１

美国 －０．８ ３．０ ６．９ －４．０ ２０．９ ７．０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整合贸易解决方案（ＷＩＴＳ）”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ｔ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ｅ⁃
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ｌａｎｇ＝ ｅ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

图 ２ 展示了 ２１ 世纪以来非洲国家制造业发展同中非贸易的关系。 图中的横坐标

分别为非洲对中国出口和从中国进口的平均值（自然对数）。 纵坐标分别为非洲制造

业就业和附加值在总体经济中的比例。 无论是制造业就业还是附加值比例都同中国

贸易存在正相关性。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指标同从中国进口的正相关性比向中国出口

都更明显。 该发现说明，从中国进口非但没有导致非洲的去工业化，反而对非洲的工

业发展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当然，中国进口在何种程度上影响非洲工业发展还有待进

一步实证分析。
由此可见，自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和非洲工业发展总体上呈现出更强的互补关系。

中国的进口需求扩大了非洲的生产出口能力，而中国的产业升级带来的商品和资本输

出则提升了非洲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帮助其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 大部分非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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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非洲国家制造业发展与中国贸易的关系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ＷＤＩ）”数据库和“世界整合贸易解决方

案（ＷＩＴＳ）”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ｔ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ｌａｎｇ ＝ ｅ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

家同中国在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上存在较大差异，更可能获得产能合作的红利。 林毅

夫等认为，随着中国的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将给低收入的

发展中国家带来工业化的机会。 他们估计，如果中国的产业升级减少 １０％的制造业

就业，就会有 ８５０ 万个就业机会转移到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如果非洲承接了这些转

出的产能和就业机会，就能启动非洲的工业化道路，制造业就业也会翻倍。①

当然，由于非洲国家之间存在禀赋和发展水平差异，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竞争

互补关系也呈现出较大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埃塞俄比亚是 ２１ 世纪以来同中国

经贸合作增长最快的非洲国家。 埃塞俄比亚通过承接部分中国转出的产能，大力发展

出口导向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成为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② 而经济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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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相对较高的南非，尽管从中国进口增长的幅度远不如埃塞俄比亚，但其国内产业结

构同中国相近，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去工业化的表现较为明显。①

六　 发展中国家的多元工业化战略

在 ２０ 世纪后期，发展中国家通常以发展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为工业化的主要目标，
交替使用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有选择地保护并扶持特定行业。 但是，２１ 世纪以

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三个主要的外部环境变化。 在这些变化的相互影响

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战略和目标开始变得更多元。
（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外部环境变化

首先，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下降，尤其是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彰显了监管失败和

市场失灵的灾难性后果，使产业政策在全球范围都重新受到了重视。② 产业政策承载

了减少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双重任务，其目标范围和干预方式因此扩大，体现在三个

相互关联的方面。
一是从保护性产业政策发展到开放性产业政策。 传统的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关税

和贸易壁垒等手段来保护国内市场和幼稚产业，限制外来竞争，垄断国内市场。 开放

性产业政策则是以建立本国企业之间以及同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通过加强基础设施

投资、补贴出口等手段来激励本国企业融入全球市场、增加出口，占领国际市场。③ 二

是从垂直型产业政策转向水平型产业政策。 传统的垂直型产业政策通常先由政府根

据计划选定重点照顾的行业和企业，然后对这些行业和企业进行补贴和保护，以期重

点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队”。 水平型产业政策则是通过设定研发、生产效率、
出口等业绩目标来对达标的企业进行奖励，鼓励不同规模的企业百花齐放。 三是从主

动式产业政策变为被动式产业政策。 传统的主动式产业政策强调政府积极干预，通过

政府补贴等手段来改变企业行为，鼓励企业出口、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被动式产业政

策则是以改革政策流程为手段来提高政府效率，降低商业成本，同时也通过政府采购

·１２１·



①

②

③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Ｒｈｙｓ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５１， Ｎｏ．４， ２０１５， ｐｐ．４４７－４６３．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ａｄ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２６， Ｎｏ．２，
２０１１， ｐｐ．２２３－２３９．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ｃｈｒａｎｋ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ｕｓ Ｋｕｒｔｚ， “Ｃｒｅｄｉｔ Ｗｈｅｒ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Ｉｓ Ｄｕｅ：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４， ２００５， ｐｐ．６７１－
７０２．



的方式来培育和扶持优先发展的产业。①

其次，全球价值链扩展改变了传统的产业类别和格局。 从全球范围来看，制造业

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仍然重要，但是由于制造业产出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下降，许

多发展中国家利用制造业发展经济的机会减少了。② 与此同时，服务业的重要性持续

上升。 １９７０—２０１４ 年，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从 ３％增加到 ２３％，服务业出口

在 ＧＤＰ 中的份额从 １％上升到 ６％，尤以信息和金融服务业增长最为迅速。③ 更重要

的变化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联系日益紧密，界限越来越模糊。

全球化价值链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产生了双刃剑效果。 一方面，参与全球

价值链的门槛变得更低。 由于工业生产过程的分拆，发展中国家可以在没有建立整套

工业体系的情况下生产并出口零部件，从而进入全球市场。 非洲开发银行认为，对于

缺乏工业基础和大型企业的非洲国家来说，全球价值链的扩展会带来更多发展

机会。④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将增强价值链高端企业和国家的定价权和谈判能力，压

缩价值链低端国家的生产附加值。 同时，低收入国家对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的出口份额一直在下滑，２０１７ 年仅占全球商品贸易的 １８％。⑤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

作用也在下降。⑥ 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少。 由于技术

进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就业比例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呈现出下降趋势，即使

是工业化最成功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也不例外。 而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能

会加剧这一趋势，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变为技术密集型生产。 这会进一步削弱发

展中国家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

最后，全球经济重心转移，中国取代欧美发达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贸易伙

伴和资金来源。 深化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道路选择。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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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初级产品和资源性产品的强大需求拉动了非洲和拉美的出口增长，从而助推了经济

增长。 中国的产业升级也给发展中国家承接产能转移、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供了

机会。 此外，中国的发展经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提供了新的参考。 尤其是中

国在吸引外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集聚等方面的做法都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产生了重要影响。 非洲晴雨表的调查显示，中国的发展模式在非洲国家中已有很高的

认同度，①尤其是“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这一理念已成为非洲各国的共识。

近年来，非洲国家及非盟先后出台《加速非洲工业化发展行动计划》《非洲基础设

施发展规划宣言》《２０６３ 年愿景》等重要发展战略，希望通过工业化、经济融合和一体

化推动经济发展。 ２０１６ 年，非洲发展银行制定了为期 １０ 年的 “非洲工业化战略

２０１６—２０２５”，决定投入 ３５０ 亿美元以支持六大产业计划。② 在 ２００６ 年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上，中非双方确定了“推动非洲工业发展、加强非洲生产和出口能力”的目

标。 ７ 个产业园入选中国商务部境外经贸合作区项目，推动中非经贸合作进入新阶

段。 在 ２０１５ 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领导人宣布的“十大行动计划”也将中非工业化

合作放在首要位置。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中非产业园区合作进入规模

化快速发展阶段。 这些产业园区是中国产能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也是非洲工业化发展

的重要平台。

（二）工业化的多元目标选择

在这些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下，非洲国家很难再模仿东亚的出口导向劳动力密集

型的工业化模式，而是需要根据本国情况制定更多元、非常规的产业政策。 那么非洲

有哪些产业政策目标选择呢？

第一种选择是通过建立工业园区来形成产业集群和区域生产链。 在产业、企业和

市场规模都很小的情况下，非洲国家可以通过设计特殊的地域产业政策以创建企业和

产业分布相对集中的产业群。 这种模式有利于大规模吸引外资。 中国的经济特区开

发区经验在非洲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非洲国家已经将工业园区建设作为产业政策的

重要部分。 工业园区合作也是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 截止到 ２０１９ 年，中国已在

非洲建立了 ２５ 个境外合作区，带动 ４ 万人以上就业，推动中国对非产业链整合投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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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增长，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① 非洲大陆内部的地区整合也将对建立区域生产链

产生重要影响。 ＩＭＦ 的研究发现，地区一体化将可能大幅推动以农业为基础的非洲国

家的经济增长。② 非洲区域内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从 １９９０ 年的约 ５％升高到 ２０１７

年的约 １２％，而且存在进一步增长的空间。

但是，非洲国家的工业园区发展受到许多限制。 尽管非洲国家拥有大量廉价劳动

力，但大部分非洲国家经济结构仍是农业主导型，工业基础薄弱。 基础设施缺乏、教育

水平过低、市场碎片化都是限制非洲国家发展大规模制造业的障碍。③ 同时，园区内

产业过于单一，纺织品和服装是许多工业园区的唯一产业。 这些产业属于原材料和市

场两头在外，上下游价值链短，对国内工业化的带动作用有限。 另外，非洲国家之间的

贸易壁垒高，区域融合程度低，市场规模难以扩大。

第二种选择是基于资源性产品的工业化。 通常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只有

从依靠初级产品和资源出口的单一经济结构转变到复杂多样的工业经济结构，才可能

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但是，阿尔伯特·赫希曼曾经指出，资源出口可能通过三种联系

渠道对经济活动产生积极的扩散效应，从而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 一是财政联系。 资

源出口的收入可以使国家增加对其他非资源部门的投入。 二是消费联系。 资源出口

积累的财富提升了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从而增加了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 三是生产

联系。 资源出口可以带动有关的上下游产业，尤其是与资源相关的服务业。④ 如果发

展中国家可以有效地建立这些联系渠道，就可能避免“资源诅咒”的发生。

然而，这些联系渠道一直未能在非洲经济发展中建立起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石

油和农产品价格上升给非洲国家带来了暂时的繁荣，也增加了它们对资源的依赖。 资

源出口的收入被用于补贴进口替代的工业部门，而没有用于改变出口结构。 随着大宗

商品价格下跌，非洲国家经济陷入了困境。 “资源红利”变成了“资源诅咒”。

２１ 世纪初的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是否会让非洲国家重蹈覆辙？ 事实上，两

次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发生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中。 由于全球价值链的扩展，资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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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附加值也在增加。 就全球范围来看，加工和半加工的农产品已经占到农业总出

口的 ３ ／ ４，而在非洲，这个比例仅为 ３５％，发展潜力较大。 跨国企业也改变了传统的资

源开采飞地模式，将资源的初加工生产靠近资源产地。① 这些变化为非洲国家发展出

口导向的资源加工产业提供了机会。 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和肯尼亚的茶叶分别是

两国最大的出口商品。 近年来，两国的农产品出口都从低附加值的原料向高附加值的

半成品和成品提升，不仅增加了外汇收入，还创造了更多就业。②

第三种选择是基于制造业的服务业，也就是“没有烟囱的工业化”。③ 全球价值链

对生产过程进行了第二次大分拆，形成了附加值的“微笑曲线”。④ 生产过程中的前端

（研发和设计）和后端（营销和售后服务）环节都可以归入服务业领域，具有较高的附

加值，而从原材料到加工生产的中段环节才是标准的制造业，也是附加值相对较低的

环节。 全球价值链模糊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界限，也造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在附加值

和劳动密集程度上的此消彼长。 尽管服务贸易只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２０％，却贡献了

近 ５０％的全球贸易附加值。⑤ 因此，全球范围的去工业化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动力减

弱了，高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兴起可能填补制造业下降留出的空间，成为经

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门槛很高，而发展与制造业相

关的服务业的基础则较容易达到。 尽管非洲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很小，但增长潜

力巨大。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服务业成为大多数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 ５０％，缓解了国际市场能源和农产品价格下降对非洲经济

的冲击。⑥ 信息技术服务和金融服务的发展空间尤其突出。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ＩＴ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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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计，非洲的互联网用户增加迅速，２００５ 年仅占总人口的 ２．１％，２０１８ 年已达到

２４．４％。①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非洲的信息技术和金融服务业出口分别以年均 ２０％和 １２％

的速度增长，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② 因此，发展基于制造业的服务业可能成为一些

非洲国家工业化战略的优先选择。

（三）产业政策中的多元政府角色

无论产业政策如何制定，其实施效果都会受制度环境和政府能力的影响。 经济发

展是一个持续和动态的过程。 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嵌入

式自治”关系并非一成不变。 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干预也应该随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

的变化而调整。 实施产业政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环境。 产业政策应该是发展中

国家的自我发现过程。 政府和民间应该协力发现国家经济发展的短板，找到最适合的

发展路径。 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成功最终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持续学习能力，包括新技

术、新商业模式、管理经济的新方式以及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新政策。③

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政府能力和资源都很有限，产业政策干预的范围和力度都

需要更有选择性。 阿尔卡贝·奥克贝（Ａｒｋｅｂｅ Ｏｑｕｂａｙ）在《非洲制造：埃塞俄比亚的

产业政策》一书中强调，低收入国家不应简单遵循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倡导的产业

发展路径，而应制定和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特别应注重顶层设计，制定不同阶段的产

业发展规划，必要时甚至直接介入资源调动和分配。④ 埃塞俄比亚政府推行了一系列

具体举措，包括深化国内体制改革，择定优先发展产业（皮革、纺织、花卉和农产品加

工），推动多种类型工业园的发展等。⑤ 政府还计划在未来 １０ 年中，每年投资 １０ 亿美

元用于支持工业园区建设，以期带动出口，把埃塞俄比亚打造成非洲大陆的制造中心。

而对于已经具备一定工业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还需要肩负推动产业升级

和技术创新的任务。 政府干预市场的方式应逐渐向间接干预过渡，更多采用被动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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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Ｔ Ｗｅｂ，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ｅ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ｔｗｅｂ．ｃｏ．ｚａ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ＶｇＺｅｙｖＪＡ３Ｖ６ｑｄｊＸ９，访问

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ＵＮＥＣ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ｐｏｒｔ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ｅｃａ．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ｅｓ ／ ｅｒａ２０１５＿ｅｎｇ＿ ｆｉｎ． ｐｄｆ，访问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Ａｋｂａｒ Ｎｏ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阿尔卡贝·奥克贝著，潘良、蔡莺译，《非洲制造：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Ｍｕｌｕ Ｇｅｂｒｅｅｙｅｓｕ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ｒｏｌ Ｎｅｗ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ｓｉａ，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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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型产业政策，以政府采购等手段来引导目标产业发展。
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合理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地方政府和利益相关方的

积极推动，尤其在当国家达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之后，劳动力成本不再便宜，引进技术

不再容易、利润不再丰厚，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逐渐消失，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就成了关键问题。 但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改变经济结构、重新找到经济增长

动力，更重要的是，改革创新和产业升级会触动既得利益群体的奶酪，因此需要强大的

产业联盟的支持。①

地方政府和产业联盟的参与不仅可以提高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而且可以留出试

错和纠错空间来应对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复杂挑战，避免出现系统性危机。 利用分权

改革来推动政策试验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② 在财政分权的体制框

架下，地方政府全面负责本辖区的经营活动。 中央政府以任用和晋升为手段，激励地

方政府执行中央的政策方针，维护有利于投资的政策环境。 地方性的创新，如试验性

的条例法规、经济特区、政策实践等，首先是在少数地方作为试点项目实施。 只有经过

实践证明产生了预期成果，才能扩散到更多地区，最终成为国家政策。 改革试验方法

并不是为了寻找“最佳政策实践”，而是帮助中央政府在避免政策僵局的同时，充分利

用当地优势、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

七　 结论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 ２１ 世纪以来非洲崛起的事实表明：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无法

反映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对后发国家的战略选择缺乏指导意义。 ２０ 世纪

中期以来，只有少数国家能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追赶，这足以说明工业化本身并非后

发国家实现经济追赶的灵丹妙药，如何实施合适的工业化战略才是关键。 在全球化时

代，南北国家发展差距缩小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却在拉大。 这种差异性不仅

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也表现在发展模式上。 已有的成功发展经验，无论是来自早

期西方发达国家还是近期新兴国家，都不会是对后发国家广泛适用的标准模式。 因

此，发展中国家应根据不同的国内禀赋和国际环境来制定适合本国的产业政策，释放

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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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ｏｎ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ｎ Ｒｏｓｓ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 Ｍｏ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６８， Ｎｏ．４， ２０１６， ｐｐ．６０８－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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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１， ２００８， ｐｐ．１－２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的迅速工业化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形成了巨大

反差。 尽管有研究认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限制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但本文发

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制造业出

口对一些进口国家造成了竞争压力，但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全球市场转型为发展中国家

带来了承接产能、扩大出口的机会。 中国制造自身形成的国际产业链也会向上下游产业

产生传导效应，提升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尤其是在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

同中国差别较大的非洲，其工业化发展总体上受益于中非贸易关系的提升。

全球化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差异性影响，也推动了工业化模式的

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表现在同

一地区内部。 随着制造业在创造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作用下降，传统的劳动

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制造业也不再是后发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唯一选择。 在非洲，一些国

家在通过设立工业园区等措施改善本国的投资环境，提升基础设施质量，利用比较优

势融入全球价值链，大量承接中国转出的工业产能，工业化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 与

此同时，发展基于制造业的服务业和基于资源性产品的制造业也将成为一些非洲国家

的工业化目标。

本文的发现为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构建可持续的经贸关系提供了新启示。 在

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维护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 中国同其他发展

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竞争互补的关系。 在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同中国接近的国

家，竞争关系可能体现得更明显。 双方的贸易不平衡也可能引起更多的保护主义措

施，甚至激发民族主义情绪。 扩大国内市场开放，选择性地进行国际产能合作将是调

节竞争互补关系的重要手段。

中非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为双方发展可持续的经贸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产

业结构来看，中非关系处于双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制造业升级需要产业转型，非洲

的工业化发展需要承接中国的剩余产能。 中非产能合作具有极大潜力，但两个转型过

程能否合拍，需要从全局的高度进行把握，以避免中国资本输出和产品出口冲击当地

经济发展。 因此，中国作为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可以通过制造业价值链的海外扩

展成为推动非洲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外部力量，而非洲区域一体化也将为深化中非经贸

合作提供更宽广的平台。 推动工业化多元发展是实现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

障，也是建立稳定国际秩序的基础。

（截稿：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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